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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讨论历史上对诠释学或圣经解释的影响，在上一届会议上，我们一路回到旧约本身，以证明解释对于 20 或 21 世纪的学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坐下来研究圣经。解释圣经，但解释要追溯到旧约本身。即使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发现后来的作者挑选、采纳、解释和利用早期的文本，并向他们的读者重申它们，我们也研究了解释旧约文本的新约作者。我们还研究了拉比犹太教，研究了教父时代的早期教父，并非常简要地研究了宗教改革的跳跃，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关键特征之一是解释者着眼于宗教改革。文本是相关的，并试图使文本与现代读者相关，不一定是我们想重复他们所有的方法，但同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们正在看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将其视为人工制品简单地在其历史背景下进行解释和理解，但他们也在努力思考神的话语如何继续具有相关性。

在本次会议中，我想做的是进一步向前迈进一点，看看对解释的一些影响，这些影响不一定来自于解释圣经文本的尝试。其中一些确实如此，但重要的是要理解，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解释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你不只是坐下来阅读文本，而是当你这样做时，或者孤立地阅读文本时，当你这样做时，当你坐下来解释圣经文本时，你这样做是作为长流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一长串的人坐下来与文本搏斗，但你也受到许多其他人的思想和许多其他运动的影响，这些运动影响我们理解的方式，我们阅读的方式，我们的阅读方式。我们解释。

再说一遍，其中一些影响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其中一些影响不一定针对圣经文本，也不一定旨在解释任何文本或书籍。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在努力思考如何理解数据，如何理解任何事物的含义。所以我想做的是看看一些关键的影响，再说一遍，我们只是在总体上勾勒出一些草图，看看一些主要人物和他们所具有的影响，特别是在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时期，当理性以及思考和推理的能力被高度重视作为理解某些事物的方式，作为解释某些事物的方式，无论它是科学数据还是文本。

我想简要介绍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培根的人，培根是一位早期的科学思想家，是归纳科学方法运动的一部分。弗朗西斯·培根是理性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强调人类思维的思考和推理能力，从而从文本中推断出意义。培根主张对科学数据进行严格、详细的实证研究。

这意味着解释者是一个观察者，研究数据和信息，而不让他或她的个人偏见或其他影响影响解释和理解数据的能力。观察者查看并研究数据，不要让这些偏见成为障碍。通过检验物理证据、历史证据和历史事实，如果运用正确而严格的方法，支配这些事实的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并显现出来。

而培根所做的就是建议我们应该打破传统，甚至怀疑传统，我们才能回到数据本身。再次，通过一种严格的方法从经验上看待事实，人们就可以理解支配这些事实的规律和这些事实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今天，我认为我们在圣经研究中的某些运动中看到了类似的影响，这些运动既流行，有时也是学术的，强调对圣经的归纳研究。

这样，通过严格应用正确的解释方法，通过严格检查数据，人们可以揭示其真实含义，人们可以理解其真实含义，文本将揭示其含义。所以，你会再次发现，圣经的解释者是客观观察者这一事实得到强调，我们看文本中的数据，我们只是看事实，凭经验观察其中的内容，并通过应用严格的方法运用人类理性和思维的方法，我们可以推断出它的含义，并且我们可以确定文本在说什么。因此，通过这样做，我们能够远离我们的偏见、我们的倾向、我们过去的传统以及类似的事情，以便达到文本的真正含义。

再说一次，许多诠释学文本仍然谈论归纳解释方法，而且还有更流行的圣经研究被贴上归纳圣经研究或类似的标签。再次，假设是，我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我就像一块干海绵，等待吸收数据，通过对圣经文本应用正确的解释方法，然后我可以推导出它的真正含义，不受和不受我的偏见的影响。因此，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与其说间接影响了圣经解释学，不如说他是整个方法的一部分，是这种方法的典范，人们可以通过应用严格的解释方法，超越或克服自己的偏见，并以纯粹的、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理解数据。

我想向您介绍的下一位思想家是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还有笛卡尔，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左右，1596年到1650年。笛卡尔和培根一样，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产物，强调知识来自于逻辑推理。

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能够获得意义。笛卡尔说我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自我。因此，我可以看数据，我可以看物质世界，我可以逻辑地理解它。

笛卡尔也是从怀疑的立场出发的。也就是说，科学家或哲学家必须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传统。他们必须抛弃传统，抛开偏见和假设，并且在解释数据时必须重新开始。

现在，培根和笛卡尔假设知识与现实本身之间存在大致相关性或存在相关性。也就是说，理性的、经验的、科学的方法可以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我的认知和解释与它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所以，比如说，当我观察这本书的时候，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和看到的，我的认识和我的观察，以及实际存在的东西，实际的现实本身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因此，通过应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成为中立的观察者。通过对数据应用归纳方法，通过用理性归纳方法来理解，我们可以以纯粹的方式来理解它，我们可以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再说一次，不难看出它对解释学方法可能产生的影响。解释圣经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对待，在这种影响下，可以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来对待，可以以中立的方式来对待，然后通过严格的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它。解释方法，通过严格的解释学方法，人们可以得出一种实际上符合圣经本身文本的解释。也就是说，我可以得到解释，我可以得到理解，我可以得到文本的含义，它与文本中的实际内容直接相关。

再次，脱离我自己的偏见、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传统和我自己的观点。通过运用严格的方法，我可以成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再次，有点像一块等待吸收数据的海绵。

所以在解释学方面，至少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和途径在解释上是有影响的。再说一次，如果你听说过、被教导过或读过，解释学的正确方法是放弃你的预设和偏见，客观地处理文本，并应用正确的解释方法，你就能克服你的偏见，你就能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这种方法大部分源于这段理性主义时期，培根和笛卡尔的方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两个人，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主要强调他们在诠释学方面留下的遗产。关于笛卡尔还有其他几件事要说，就他留下的遗产和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甚至在圣经解释方面，笛卡尔还引入了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将在后来的解释学和解释学中变得非常重要和神学。他说，基本上，二元论是这样的。

一方面，笛卡尔明白存在一个机械的物质世界，它遵循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它是确定性的。但另一方面，笛卡尔坚持思想家、理性思想家的自由和自主。

这意味着，如果我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自我，一个自主思考的自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自己对它的解释，或者我自己的观点和观点？人类思维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将如何理解数据本身？所以笛卡尔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看到一件事，这种方法，伊曼努尔·康德，我们稍后会看到的人物之一，伊曼纽尔·康德将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并开始为甚至现代的解释方法铺平道路现在主要关注读者。由读者决定意义，文本中没有正确的意义。

但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偏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观点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毫无疑问会将这些内容读入文本中。因此，笛卡尔已经通过他的机械宇宙和自主思考自我之间的二元论为此铺平了道路，这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所看到的东西，而我的方法决定了我所看到和感知的东西在数据中？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人物，我们可以看看其他一些人，他们可能影响了诠释学，我们稍后会非常简短地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怀疑论，大卫·休谟的怀疑论，那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但需要强调一个人，因为我们经常在解释圣经解释或解释学教科书中找到反映这种思维的陈述，但要非常简单地提到一个人是约翰·洛克，洛克，约翰·洛克，1632年至1704年。

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块空白的平板电脑，它从外部世界接收感觉。所以我的大脑是一块白板，等待着简单地接收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世界的感觉和数据。再一次，我看过无数的诠释学教科书，特别是在早些时候，这些教科书说，解释者，就像培根所说的那样，可以作为一个纯粹客观的观察者，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来看待文本，头脑是一块白板，就像一块海绵，等待着以纯粹归纳和纯粹客观的方式吸收数据。

我们将会看到，洛克立场的困难之一是，我们稍后会在其他一些解释者和其他解释学中看到这一点，这个术语用于应用或思考和撰写解释学的人，但批评之一如果我的头脑是一块空白的石板，如果它只是一块空白的平板电脑，我怎么能理解任何事情呢？一个人必须有某种范畴或某种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但除了洛克之外，下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许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群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一个名叫伊曼纽尔·康德的人。生活于 1724 年至 1804 年的伊曼努尔·康德基本上在某些方面回应了他那个时代的怀疑论。

再次，他回应的怀疑论者之一是大卫休谟，他根本怀疑任何人类知识的确定性。作为回应，康德试图摆脱这种怀疑。他所做的是说，基本上，人类的思想是知识的最终来源。

换句话说，客观现实，但根据康德的观点，客观现实只有在符合心灵的认知结构时才能被认识和感知。因此，他比笛卡尔走得更远。请记住，笛卡尔在能够理性理解和感知数据的自主思考自我之间引入了一种二元论。

现在，康德更进一步说，客观现实，因为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类别，因为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结构，所以只能知道外面的事物。换句话说，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事物客观存在的方式永远无法被了解。相反，我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心灵的结构和人类心灵的理解类别来过滤的，例如允许我们区分时间的时间类别、空间类别，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经验世界。

因此，根据培根和笛卡尔的说法，也许一个人可以观察一个物体，我们如何感知它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我的理解和认识与物体本身的本质之间会有直接的相关性。现在，康德说，相反，心灵、心灵的结构决定了我所看到的。因此，我如何看待和理解这本书，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客观地理解它，或者是否真的理解它，因为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类别和结构决定了我如何看待它。

所以我对它的理解是通过理解模式、人类头脑中已有的类别来过滤的。再说一次，根据培根的说法，尤其是在笛卡尔的著作中，大脑可以客观地感知数据的实际情况。但现在康德说，不，心灵，心灵的结构决定了我如何感知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世界。

心灵的结构决定了如何解释世界。我的了解与实际情况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我不能确定我所知道的是否一定与外界的客观相符。

伊曼纽尔·康德还有另一项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伊曼纽尔·康德说，有两个极点，也许再一次，让笛卡尔思考得更远一点，在自由和因果关系之间存在着二元论，或者再说一遍，思想的自由和因果关系，这就是决定论统治着世界的运转方式。对于康德来说，自由的极点包括诸如信仰、宗教和上帝之类的东西。

因果关系的极点，极点的对面是时空和历史的科学世界。根据康德的说法，两者都不能相互影响。当涉及到科学、历史和外部世界时，根据科学探究的方法，人们无法理解信仰、上帝和宗教。

因此，历史和这个决定论世界之间存在着这种二元论，然后是自由的极点，其中包括上帝、信仰和宗教。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都看到了这种影响。例如，信仰、我的信仰和宗教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

我对神的信仰是超越的，甚至是独立于事实的。然而，历史和科学只是因果领域，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没有奇迹，没有神圣的干预历史。再次，将这两根杆分开。

人们不能将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与宗教观念、上帝和信仰的领域混为一谈。我们再次看到，今天，对上帝的信仰和信仰再次是个人的、不依赖于事实的、无法被证明的东西。此外，我们还看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仍然在旧约和新约研究中看到这种思想的遗产，在信仰和历史之间仍然经常看到的二分法，尤其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特征。 20世纪。

甚至更进一步，神学和历史的脱节。例如，《旧约》作者写的是宗教文学、神学文学，而不是历史文学。因此，诸如上帝将红海分开以便整个国家可以步行之类的事情肯定不可能是真的，也肯定不会发生。

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作者感兴趣的是神学，而不是历史。或者符类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他们写神学时，他们不一定在写历史。所以你可以看到康德在信仰和历史之间的这种二分法的某种意义上的持续影响，或者在福音批评或旧约批评中，神学和历史之间的二分法。

如果作者正在撰写神学文献，那么他们肯定对历史事实或书写历史不感兴趣。因此，对于康德来说，康德说知识是由基于文本的感官印象的经验组成的，每一秒都通过心灵的类别来理解，使我能够组织数据并解释世界。再说一次，康德要强调的要点是，与培根和笛卡尔不同，他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独立地了解事物，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事物的实际情况。

再说一次，我无法知道它的实际情况。但相反，我只能通过我的头脑网格，通过我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结构来了解它。所有的意义和理解都是通过这个网格过滤的。

但正是这个网格让我能够理解。这是成为一个自主思考的自我、一个自主思考者的结果。因此，我，即思考的自我，决定了我如何看待事物。

我们了解事物，了解它们在我们看来是如何的，但不一定是它们客观、现实、本身的样子。因此，从一方面来看，康德从未完全摆脱他所回应的怀疑论。因为你想一想，如果我无法了解某件事的真实情况，如果我对某事的感知和知识独立于该事物的实际情况，如果我的了解和某件事的实际情况之间没有直接关联，那么我就可以'那么我就不能确定我所知道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因此，在这方面，康德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所回应的怀疑论。而且，当谈到自然、世界、历史、科学知识时，不可能有超自然现象。再次，宗教、上帝等。

属于不同的极点，即自由极点，而科学、历史等则属于封闭的机械宇宙。不过，与培根和笛卡尔一样，康德仍然强调人类思想是意义和知识的主要来源。

正是通过自主思考的自我，自主思考的自我才能够认识和理解。不过，正如我们所说，对于康德来说，人们只能通过心灵的网格，即已经存在于心灵中的类别来了解。因此，我无法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只能了解我所理解和感知的事物。

因此，伊曼努尔·康德的遗产是，解释者是意义的中心。解释者，即认识的自我，是意义的中心。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康德开始预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预见了更现代的解释学方法，强调读者，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

在本课程的一开始，我想我们提到诠释学似乎贯穿并围绕解释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作者、文本和读者。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关注作者的意图。

以文本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意义所在。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关注读者作为理解文本的人。因此，康德已经预见到更多的后现代解释方法和更多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这些方法关注理解文本的读者。

也就是说，意义在于旁观者的眼中。我们简单抽象的文本中并没有正确、客观的含义。但相反，唯一的意义是作者、读者通过思想的范畴、通过我们给文本带来的预设、偏见和观点所理解的内容。

这将影响我们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方式。这似乎已经被康德预见到了。然后，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第二个遗产是，首先，当涉及到科学、历史等时，排除超自然现象。

排除超自然现象，排除神对历史事务的干预，这再次意味着没有复活，没有红海分开供整个国家跨越，没有奇迹事件。此外，与此相关的是，康德的遗产是神学与历史的分离。如果老的新约作者正在写神学，他们一定不关心或不写历史。

这种想法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康德，他提出了这一点，并利用了历史和科学的真实性与宗教和对上帝的信仰领域的真实性之间的二元论。作为回应，我想回应康德，当我们思考解释学时，我们将总结我们所研究过的这些人的贡献，弗朗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尔、约翰·洛克，最后是伊曼纽尔·康德。正如我所说，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其他人和其他个人对诠释学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

再说一次，没有有意识地思考解释学，只是因为它们正在处理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如何知道，无论是科学数据还是书面文本，我们如何知道某事？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确实对诠释学和诠释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一些进一步的观察，特别是关于康德，还有其他培根和笛卡尔，以及约翰·洛克，首先，特别是康德提醒我们，我认为，不存在纯粹归纳法这样的东西。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解释者。

通过严格的方法论，严格应用正确的技术，可以以某种方式解释圣经文本，就像你只是一张白板，只是等待吸收信息。并且您可以绝对确定您的解释与文本本身的对象之间存在一对一的相关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将更多地讨论这一点，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存在完全客观的观察者和客观的解释者。

我们都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倾向、自己的偏见、自己的背景和传统，这些都会影响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现在，我们稍后将在本课程中处理的问题之一是，这是否不可避免地扭曲我们阅读圣经文本的方式？难道理解圣经文本就没有希望了吗？我们是否不可避免地注定意义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无法希望获得文本的正确含义。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但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在解释学思维中将变得更加突出，即不存在纯粹的演绎，我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拿着一块白板，等待浸泡或者一块等待吸收数据的干海绵，我可以完美而纯粹地感知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个回应是，根据康德的论点，我认为基督徒会争辩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创世记第一章。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他将结构和类别植入了我们的世界。人类的思维使我们能够按照上帝创造事物的方式来感知事物。因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人类的创造者按照他的形象将这些结构置于康德所描述的类别中。再说一次，我们不能头脑一片空白。

如果你这样做了，你永远无法理解任何事情，但上帝亲自在人类头脑中创造了结构、类别和网格，使我们能够按照他创造事物的方式来感知事物。但基督教的解释者也会承认，由于人类的堕落和人类的罪性，我们并没有完美无遗地做到这一点。由于人类的罪孽，这影响了我们感知事物的方式。

这影响了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现在，这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任何事情？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作为回应的一部分，我认为大多数解释者，大多数基督教解释者都会建议并认识到，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彻底地理解某些事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充分理解某些事物和实质上。所以，综上所述，总结这些人的贡献，首先，康德和笛卡尔以及培根和约翰洛克的遗产就是强调经验主义和人类理性。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客观地解释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能够客观地，通过使用人类理性，通过应用严格的方法论，人们能够理解某些东西。一个人能够知道一件事。

根据培根和笛卡尔的说法，我的认知基本上与事物的本来面目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同样，根据约翰·洛克的说法，一个人可以以一种空白的头脑、没有任何偏见的方式来对待某件事，并且能够通过应用严格的方法或方法论来理解某件事的本来面目。这种方法通常也称为常识现实主义，这是您可能会找到的另一个术语或短语。

其次是伊曼努尔·康德，尽管他仍然强调理性主义和理性，但他稍微远离了自己，他更多地强调自主认识的自我、自主思考的自我，作为意义的中心。他更进一步说，因此，我们无法了解某件事的真相。现在，对于康德来说，他并没有说得那么远，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情，或者每个人都想出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他只是强调人类已经具备了范畴和心灵的结构。

思维是一个网格，它过滤数据并决定我们如何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头脑中已经存在了结构，因此我所了解的事物与它的真实情况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再说一次，我的感知和了解与现实中客观的情况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所反对的怀疑论。第三件事就是简单地提到，因此，康德对后来的诠释学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在思考自我还是解释对象之间的划分上。现在，为强调将思考自我作为意义的中心铺平了道路，再次期待后来的以读者为导向的方法。

而且，最后一个，他的信仰和历史脱节，或者他的神学历史脱节，再次强调，如果圣经作者在写神学，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没有在写历史。因此，这些人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给我们留下了强调人类推理、人类理性、人类思维的遗产，强调人类能够理解和认识某些事物。稍微向前推进一点，不是在时间上移动很多，而是从视角上移动一点，我想讨论另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他生活在 1768 年至 1834 年，即 1834 年的早期阶段。十九世纪。

施莱尔马赫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对神学、诠释学和圣经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他被一些人称为神学之父或诠释学之父。我们回到施莱尔马赫，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谈谈他的思想和对诠释学的贡献。

但当我们讨论作者意图时，我们会再次回到他身上。施莱尔马赫可能是讨论作者意图的关键人物。请记住，以作者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的解释方法。

大多数人可以追溯到施莱尔马赫，他将作者的意图作为解释的主要目标。尽管许多人不一定同意或赞同他的处理方式和解释方式，但大多数人仍然将他视为解释学之父，因为他强调作者的意图。正如我所说，他虽然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但他对诠释学做出了贡献。

施莱尔马赫还在启蒙运动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写过文章，强调人类推理的力量、思考的力量以及人类理性实际了解某些事物的能力。换句话说，信仰既是理性的，也是科学技术的。然而，有趣的是，施莱尔马赫对此做出了反应，对这种对信仰、推理和科学的强调做出了反应，并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受到理性和科学的知识方法的限制。

但相反，与当时纯粹的理性真理和神学教条不同，施莱尔马赫在追求知识时强调创造力、经验和虔诚。换句话说，对他来说，解释学是通过密切关注人类思想和语言的本质而发展起来的一般理解规则的应用。现在这对施莱尔马赫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强调人类思想，他强调创造力，他强调精神体验，他认为理解和解释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理解圣经文本，或者理解文本，就像理解一个作者或理解另一个人一样，这就是人类作者。

因此，现代解释者和文本作者之间的鸿沟可以通过解释学来克服。解释学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与人类作者之间的距离。因此，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重建或再现作者过去的行为。

换句话说，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他说，是的，我们看文本的语法，我们看文本的历史背景，我们看文字，但对他来说，解释主要是心理上的。再说一次，由于他的一些哲学理解，对他来说，主要目标甚至是超越文本，理解作者的思维过程，有点把自己放在作者的位置上。因为根据他的说法，我们与人类作者有共同点。

因此，我们能够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站在作者的心里，我们能够揭示作者写作圣经文本的真实意图。因此，施莱尔马赫开始强调解释学和理解某些事物的正确方法并不是简单地观察文本并得出正确的解释，而是超越这一点，从心理上提出问题：作者过去的行为以及作者打算做什么。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的遗产是第一，强调作者的意图。

我们将看到解释学开始，解释学似乎开始于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或在文本背后恢复文本历史背景的方法，以及从施莱尔马赫开始的作者意图。我读过的许多释经学或圣经解释教科书都有与此类似的措辞。解释的主要目标是把自己置于作者的立场上，这实际上接近于我所知道的一本解释学教科书中的精确引用。

这样文本就成为理解作者、重构作者意图的窗口。再说一次，今天，即使今天仍然如此，尽管我们的做法可能与施莱尔马赫不同，但大多数解释者，特别是福音派解释者，仍然会继续认为解释的主要目标是揭示作者的意图。最主要的是，文本的意思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稍后当我们开始谈论以作者、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解释方法时，我们将再次回到这一点。但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已经拥护这样的观点：解释的目标是恢复作者的意图。施莱尔马赫思想影响诠释学的另一个方面是通常所说的诠释学圈。

施莱尔马赫说，阅读一篇文章时，人们试图通过理解各个部分来理解整体。同样，通过了解各个部分，人们可以了解整体，或者可以了解整体。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理解分阶段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次性全部发生的事情。

当一个人在这个循环中工作时，在整体和部分之间来回走动，理解就会分阶段出现。对作者对文本意图的理解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不是一次性全部完成。因此，我们特别研究了影响诠释学的非圣经认识和理解方法，不是全部，而是非圣经方法。

再次，回到弗朗西斯·培根和他的归纳科学方法，勒内·笛卡尔和他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并强调通过理性思维、自主思维自我认识事物的能力，约翰·洛克建议我们可以将某事视为空白石板，即简单地观察事物，并且通过感官知觉和数据经验来填充空白石板。然后是伊曼努尔·康德，他也强调理性思考的自我、自主思考的自我，所有这些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但与此同时，康德引入了自主思考的自我，其效果是，我们对某事物的认识是通过并依赖于人类思维中已经存在的类别和结构的。

然后是施莱尔马赫，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他现在开始强调，只对人类理性和科学方法做出反应，现在强调经验、虔诚和创造力。所以解释的目标，解释学的目标，现在是恢复文本背后作者的意图，从心理上，理解作者的思维过程和作者的思维过程和作者的思维。所有这些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诠释学的处理方式和思考方式。

再说一遍，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的解释学方法不仅受到圣经解释者的影响，而且更普遍地受到潮流和历史运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与我们如何知道某事，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如何感知外部事物进行斗争。世界，我们如何感知像文本这样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我们的诠释学教科书以及我们思考圣经解释的方式。在下一次会议中，我们将超越，我们将超越这些数字，作为 17、18 和 19 世纪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将向前迈进，开始研究一些最近的神学、哲学和诠释学思想家，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圣经文本的方式。在下一节中，我们将首先考察一个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汉斯·古尔格·伽达默尔。因此，下一次会议，我们将继续探讨我们的诠释学根源，以及影响我们今天对《旧新约》圣经解释的思考方式的一些影响。
